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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商学教育活动为例，梳理商学教育的发

展状况，并探讨了近代海外华人经济的近代化转型问题。研究显示：在近代欧美商业冲击与中国民族

主义影响下，商学教育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悄然兴起，逐渐改变传统华商家族式或学徒制的商业知识传

递模式。以中小学和补习学校为主的学校商学教育与以报刊杂志、国货展览会等形式进行的社会商学

教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商学教育的主要新形态。商学教育不仅是当地华校新式

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地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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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oking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y had been transformed and became modernized. With commercial 

competition from the West intensifying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revitalizing, business education started 

quietly in Singapore prior to WWII. The local school system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sector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delivering business education to gradually replace the apprenticeships commonly seen 

in traditional-styled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In addition, commercialized Chinese newspaper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in alliance with numerous public exhibitions of Chinese products also contributed an 

important part in educating the Chinese public in Singapore. Business education by and large transformed 

and modernized the Singaporean Chinese economy.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欧美近代工商业的冲击下，海外华商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商业近代化

转型。为适应近代商业发展的需要，商学教育逐渐兴起。马敏认为，近代中国商业启蒙经历了兴起、

嬗变、深化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商战”“工战”“学战”三个层次。［1］这意味着，包含商学教育在

内的“学战”是近代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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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早已意识到近代中国商学教育的重要意义，相关成果大致可分三类：一是综论近代中国商

学教育发展史；［2］二是聚焦于近代上海、直隶等地的商学教育发展状况；［3］三是讨论政府、商人、商

会、教会等对近代商学教育发展的贡献。［4］从已有研究看，商学教育不仅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商业近代化的组成部分。面向大众商学教育的出现，意味着传统华商经商知识形成范式的转变，

即由学做生意的经验积累之道转变为对商业运作原理和技术的学习与掌握，预示着华商理念与经营

方式的近代化转型。所谓“商学教育”，除学校教育外，还包括博览会、报刊杂志、书籍等形式的社

会教育。①尽管研究近代海外华文教育的成果不在少数，但商学教育常被视为其细节问题而只是简单

提及，［5］甚少将之与海外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相联系。

实际上，无论是通过西方消费文化的“橱窗”，还是受由华商网络传导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影响，

近代海外华商日益受到来自欧美工商业的冲击，他们希望通过响应“商战”“工战”“学战”而寻求

新的发展机遇。近代新加坡不仅是华商汇聚之地，也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前沿阵地和中转站。早

在 19 世纪初开埠时，为将新加坡打造成区域贸易港乃至东西方转口贸易中心，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就主张奉行自由港和商人至上政策，这奠定了殖民时代新加坡的经济体系和

商业社会的本质。不少华商纷至沓来，使新加坡迅速成为近代南洋对华贸易重镇。故而，近代新加

坡华人规模较大，且多从事商贸活动，华商在当地华人社会中具有较高地位。不过，随着新加坡与

世界市场的联系日渐加强，对华贸易在当地经济中的地位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逐渐下降。此外，“各

种人民如游鱼之逐暖流而南来竞争日趋甚烈”，［6］当地华商面临着激烈的商业竞争。近代新加坡商业

社会的快速发展要求当地华人社会需跟上时代步伐。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开

始重视并发展商学教育，由此带来了当地华人经济的新转变。

按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说法，渐进性变迁源于政治或经济组织的企业家为改善处境而在

既有制度框架下进行某些边际调整的感知。［7］面对日益激烈的近代商业竞争环境，新加坡华商的这

种感知便是商战观念的萌生与响应。具体表现为了解与掌握近代经济现象的需求，由此衍生出对商

学教育发展的诉求。当然，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并非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商学教育的重要性。只有

当具备财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华商、侨领迈出尝试性一步时，商学教育才可能通过早期受影响人群所

产生的积极效果，逐渐在华人群体中形成示范效应。从学校商学教育到社会商学教育、由书籍商报

到国货展览会的发展历程，便是这一效应逐渐扩散的过程。此外，这一过程对海外华人新观念的塑

造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并强化了他们对“商战”的认知，降低了海外华人的协调行动成本，

进而推动了海外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深化。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

会中的商学教育活动为例，梳理商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并尝试从这一视角窥探近代海外华人经济的

近代化转型问题。

一、商学教育发展的背景

（一）传统学徒教育的普遍存在
尽管华商在近代南洋商贸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大多数人仍坚守传统经商之道。“往昔商业人

才，皆由徒弟制度养成”。［8］学徒教育作为中国固有的技艺传承机制，是传递商业知识的重要方式。

当时海外经商之人或承袭父业，自小接受经商训练；或以学徒等身份进入商店，学习经商之道。清

末南洋华商黄金庆在其父死后继承家业，“循途守辙，父规子随，几十余年，能商之名遂震”。［9］张

振勋早年到南洋时“任某商经纪，克勤克俭，既有赢蓄，始谋建树”。［10］即使到 20 世纪 20 年代，

新加坡和丰银行老职员仍沿用传统方式训练新手，同行间不愿相互传授经商知识与经验。

①“商业教育”不同于“实业教育”或“职业教育”，仅指与商业相关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多侧重于

商业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未涉及技术，故本文统称为“商学教育”。参见常国良：《商人与近代商业教育》，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绪论”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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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在侨居地面临的文化冲突与认同障碍容易使华人社群自成

封闭体系。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海外华人倾向于采用家族代际传授或学徒模式来积累人力资

本，维系商业利益。另一方面，海外华商多从事传统商贸领域活动，“除各商店、种植厂及各码头装

卸搬运货物外，以拉洋车者为多”，［11］“以小商家居多”。［12］这些传统商贸活动无需过多专业性商

业知识，仅凭勤劳节约、经验积累和人际关系便能获得成功。正如“华侨前此之成功，实以草莱未

辟，优越者惮不敢来，相与为角者，仅彼无识之岛民，故以我勤俭耐劳之本能，尚可与之争一旦之

胜负”。［13］纵然海外华商自 19 世纪中后叶起逐渐涉足近代工商领域，但由于华人社会整体人力资本

水平较低，不具备发展商学教育的思想和人才条件。譬如，当时高度资本化的华资银行内部架构多

不完备。以账簿为例，华资银行备有中英两式账簿，中式账簿“颇近似北京旧银号之账簿”，英式账

簿则依英式，但“对于各业务之处理，亦极简单”。［14］

（二）商学教育思想的启蒙
19 世纪后半叶，欧美近代工商业的冲击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重商思潮。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上

层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郑观应、康有为等在讨论新式教育时亦论及商学教育。最终，

1902 年壬寅学制正式规定了简易商业学堂、中学堂的商科和中等商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商

科等四级。此外，清政府兴办南洋劝业会，支持华商参与世界博览会，倡导成立商会，从而为海外

华人社会商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商业人才需求缺口尤为明显。1912 年，教育总长蔡元

培倡导的“实利主义教育”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当新一代商人占据话语权时，原本多停留于会议、

文牍中的商学教育号召逐渐转为实际行动。早在晚清时期，一些地方就已创办初中等商业学校，或

在初等小学校附设商业科。到 20 世纪 20 年代，兼顾商学教育的初等教育与中等商业职业教育机构、

高等商业教育逐渐构成学校商学教育新体系，其中包括为南洋华人社会“造就商业专门人才”的暨

南大学商科专业以及上海商科大学。

海外华人则在沿海侨乡捐办多所中小学堂，填补公办教育的不足。民国时期，华侨办学之风日

盛。如，陈嘉庚在厦门先后创办集美小学、集美师范、集美中学、厦门大学、集美水产科和商科等。

其中，创办集美商科的初衷就在于培养商业人才，“援助我南洋广大华侨经营商业”，同时“改革中国

国内墨守成规的商业经营方式，以谋民生问题的解决”。［15］奔走于海内外的华商为华文教育的跨国

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商学教育的前奏
在近代中国侨政逐渐转变的背景下，海外华人与中国国内社会的跨国交流日益频繁，由此推动

了实利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为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商学教育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1917 年，黄炎培到南洋开展教育调研，号召当地华人重视职业教育。1920 年 12 月，蔡元培在南洋华

侨中学发表有关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演讲。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毕业生周君南于 20 世纪 20 年代

初先后任《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和《叻报》总编辑。当时的《叻报》《新国民日报》等华文报刊

也刊登了大量实业资讯和国货广告。

事实上，在英国人的推动下，新加坡英校课程很早就偏重商业知识，另设有商业补习科，讲授

商业常识。但能进入英校就读的华人毕竟是少数。虽然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所招收的中

国学生由 1886 年的 13 人上升至 1921 年前后的 1795 人，但仅 10%左右的学生可免学费就读。［16］更

重要的是，英华学校侧重于传播欧美文化。这让侨领们倍感文化与认同危机。他们还担忧落后的华

校教育会对华人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譬如私塾偏重传统伦理思想，至多讲授写信与算术，并不讲授

英语，“这对于生长在英殖民地的华人子弟来说，不论是谋事与处世，都是很不利的”。［17］凡此种种，

都酝酿着商学教育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地印度人反叛、五四运动期间华人积极反日等情况引起英方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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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春，海峡殖民政府颁布教育注册条例，强调政府可随时封闭学校。此外，殖民政府派视学官

审查华校学务，教科书亦需经英人编订审核。但这并未抑制当地华商的办学热情，华校数量呈明显

增长趋势。一方面，良好的经济景象为华商办学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中国外交失败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让海外华商决心发展教育事业。就商学教育而言，当地华

商除资助创办华校外，还通过报刊、商品展览会等形式推动商学教育发展，提升海外华人的商业知

识素养，由此迎来了华商发展新气象。

二、学校商学教育发展状况

20 世纪 20 年代是新加坡华校商学教育兴起与发展的黄金期。随着新加坡华校数量不断增加，职

业班的设立与训练“成为侨教的新部门”，［18］商学教育得到初步发展，并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国内教

育移植、西方近代文化影响与在地化调整三者并存的特征。

（一）华校小学
新加坡华校小学结合当地情况，对近代中国小学教育安排进行在地化调整，“三年上以上之英语

及高级之商业，系根据南洋社会情形而特设科目”。［19］具体而言，华校小学主要针对高年级学生开

设商业、簿记、英语和珠算等课程。部分学校还设有学生储蓄银行、学生商店等，为学生创造实践

体验的机会。

作为南洋创办最早的华校之一，养正学校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开设面向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的

商业课，每周一节。当地潮商所资助的端蒙学校亦设有商业课程。迨至 20世纪 20年代末，道南学校

等多所华校因资金问题而由福建会馆接管，并按统一的改组要求，向高年级学生开设商业、簿记化、

珠算、外语等课。［20］

在课程内容方面，学校尽可能结合当地商业社会生存需要，通过知识讲解、躬身实践等方式教

导学生。譬如，道南等华校的商业课是由商业教员安排五六年级的学生轮流去学校商店实习，让他

们在实践中学会使用新式簿记。在养正小学，学生同样直接参与学校学生银行、学校商店等运营工

作。［21］在端蒙小学，商业课主要讲授量度制单位、有价证券、公债票、汇兑等内容，此外还有尺

牍、珠算、英文等课。在课程定位方面，商学教育被视为学生通识教育的重要部分。在道南学校，

商业课每周两节，与卫生、历史、地理、体育等素质教育课程安排类似；簿记课每周一节，与工艺、

形艺、音乐等课的安排相同。在课程教材方面，道南学校初级小学生的珠学课使用新中华二册，高

级小学的商科课使用新中华四册教材，簿记课使用新中华商业簿记教材；端蒙小学还采用英文教材，

比如英国尼尔森、基恩等公司出版的《初级簿记》《尼尔森初级英语读本》等。

（二）华校中学
1919 年春，当地华商出资创办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南洋华侨中学。学校设有普通科和商科两

部。普通科与普通中学相似，但在常规课程外还设有“法制经济”课程；商科学生需先在普通科学

习一年（后改为两年），再经三年（后改为两年）学习才能毕业。

学校创办初期，在课程设置方面，除国文外，经济学、商业数学、簿记及会计学、商史、货币

银行、理财学、保险、统计学等商科课程均采用当时美国商业专门学校的教材。在师资方面，不少

任课教师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教务长兼商法教师陈长乐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士、法学博士；商科主

任陈朴是俄亥俄大学文科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商科硕士；保险学和管理学课教师梁崇高是俄亥俄

大学电气工程学士、文学学士。为了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学校于 1920 年秋创设中一公司，主营书

籍和日用食物零售，由师生共同管理和经营，“在本公司服务者，以商科生为多”。［22］不过，每届学

生规模有限。

从已有材料看，该校商学教育的后续发展不甚理想。根据该校 1922 年毕业纪念册的记录，普通

科毕业生有四班，商科毕业生仅有两班。在 1927年的招生简章中，时任教员名单并未列示商科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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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庶务兼会计的苏瑞通被备注为“已退职”。［23］1935 年，南洋华侨中学仅有预备班一班、初中一

年两班、初中二年上下学期各一班；学校面向初中预备班和初中一年级开设珠算课，面向初中二年

级开设簿记课。［24］由此看来，后来的华侨中学仅保留基本商学教育。生源、师资与经费等是限制商

学教育发展的重要难题。

（三）补习学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补习学校以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为典型。该校由

施甦、柯朝阳等人在 1919 年冬创办，“以办理补习教育为职志，此其异于本坡各学校者”。［25］

该校自 1920 年起开始招生。根据 1923 年学则，［26］学校分日学、夜学两部，日学包括商业补习

科和普通补习科，附设初级小学；夜学按科目制开展教学工作。普通补习班开设珠算课。商业补习

科在第一学年开设珠算课、商业尺牍和商业文件课；第二学年开设商业要项、商品学、簿记学等课

程；第三学年开设簿记学、广告学和商业地理历史课。1924 年，学校改行新学制，日学部裁撤高等

科，改办商业及普通补习科，而后因商科补习班报名学生不多，仅办普通科。1925 年，学校增设商

业补习科一级，普通补习科成绩较优的 9位同学被编入该级，课程与前一年类似。至于课程内容，

“商业尺牍”讲授商场实用信札，“商业文件”讲解商场契约单的应用，“簿记”介绍中式簿记、单式

簿记和复式簿记，“商事要项”向学生介绍经商准备、银行金融商业机关及债务等事宜，“商品学”向

学生讲授生熟货来源性质及制造法、货品之优劣真伪及封藏法等内容。整体而言，该校商学教育的

实用性相当鲜明，但教员配置不足且流动性较大，学制设置时常变动，教学效果难以保障。

学校积极创办商品陈列所、学生银行、学生消费公社等，为学生创造体验商业的机会。商品陈

列所设立于 1921 年，用于展示当时的南洋商品，以研究商事、启发商智、讨论商品、探索商规为宗

旨。1924 年，学校扩充展示商品的类别，增设管理员，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讲解。学生银行设立目的

在于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银行办事实用之技能”。［27］尽管学生银行规模较小，但却仿照大银行的

架构，在正副经理之外配有文书、会计、出纳和营业诸股。银行小图书部还收集了《银行月刊》《银

行周报》等杂志和《银行簿记及实务》《银行经营论》《银行制度论》等书籍。学生消费公社创设于

1921 年春，是学生自运营的消费组织，主营书籍及其他学生必需品零售。1924 年 7 月，学校设立藤

工场，从厦门聘请技师前来讲授，学校免费生可在课余前往学习。1925年2月，学校增设藤工陈列所，

并举办多次藤工展览会。为让同学们了解业界，学校还安排企业参访活动，包括 1925 年 5 月参访南

春树胶厂和鼎山砖窑厂，以及 1925 年 6 月参访陈嘉庚树胶制造厂。不过，由于当时学校与华商业界

联系有限，最终前去参访的华企不过寥寥数家。

为了鼓励学生关注实业，学校于 1925 年 4 月创立工商周刊社，学生康镜波、林穆群、柯子平等

轮流担任编辑。《工商周刊》作为《叻报》附刊，内容丰富，除财经资讯、调查报告、财经译作、时

事评论外，还有不少商业金融科普文，如康镜波介绍支票用法、汇票和汇兑，柯子平介绍南洋商场

习惯语等。学校将其中部分文章编辑成书。1928 年初，工商丛书第一种《银行顾客须知》出版，“颇

蒙当地工商界之称许”。［28］随后，工商丛书第二、三种《新加坡各业之调查》《马来半岛商埠考》也

相继出版。

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在学校商学教育方面有颇多探索，并逐步向社会商学教育延伸，以办

报、实业参访、商品展览会等形式拉近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强化教育的实用主义色彩，增强了商学

教育对华人社会的影响，为当地华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本支持。

三、社会商学教育发展状况

在华校商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新加坡华商以及部分进步分子还积极通过创办商报、开设国

货展览会等社会商学教育的方式在华人社会中传播商业知识。

69

万方数据



（一）商业报刊
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纸多报道汇票、土产、轮渡等资讯，仅供华商了解市场行情之用，较少涉及

商业常识。事实上，商报的发行不仅需要物力与财力支持，还需专业人员供稿与编辑。这给新加坡

华商创办商报带来较大挑战。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发行商报之风日盛，加之海外华人与中国国内社会

的跨国联系和思想交流日益频繁，新加坡华文商报在 20 世纪 20 年代逐渐发展起来。

1.《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

总商会月报是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最早的社团刊物，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 1922 年 3 月创办，

周君南任总编辑。该报每月发行一期，以传播商业常识、报道世界经济状况、传达中国经济消息、

联络海外侨胞之感情为宗旨。该报发刊词称，中西商战要求华商具备现代商业经营知识，“欲求商业

之发达，必精研生产消费二者之关系，以穷商学之渊源而后可”。［29］除报道各大商埠资讯外，月报

还刊发市场行情报告和商业常识科普文。在目前留存的 11 期中，第 1—7 期设有“常识”专栏，介

绍各类经商知识，比如第 1期介绍银行业务、物价变动等，第 2、3期合刊介绍交易所、币值与物价、

外国在华银币等。此外，月报还介绍了传统中国商业组织及其运行模式，譬如第 2、3 期合刊介绍中

国商店的组织种类与徒弟制度，第 5期介绍中国商店的歇业手续等。

2.《叻报》

在总商会月报创刊后不久，《叻报》亦有改革之举。1922 年 5 月，《叻报》宣布周君南出任总编

辑，并一改以往方针，“以实业与教育为趋重之点”，［30］增设“文艺栏”和“实业栏”，提出“隽发智

识”和“实业救国”的口号。“实业栏”多报道当时的商业资讯，讨论经济问题，譬如 1922 年 5 月

24 日刊载《南北洋行业现象之衰落》《苏们答剌茶输出量》等文章。该版还转载世界各地的市场行情

报告，如 1922 年美国商业委员会对德国工业的报告、韩国仁川商务报告、中国国内制盐业发展报告

等。在周君南的支持下，《叻报》与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合作，于 1925 年 6 月开始，每周定期发

布附刊《工商周刊》，介绍工商行业的各类常识与市场调查。到 1925 年底，《叻报》“实业栏”已不再

出现，但商业信息和评论仍可见诸各期报纸。

3.《南洋商报》

1923 年 9 月，《南洋商报》在陈嘉庚的资助下创刊。陈嘉庚认为，华文报应结合商业和文化，达

到“以商养文”的目标，［31］“夫文明国之所谓商者，既能经营天产之原料，与厂制成器物，复益以航

业之交通、银行之便利、保险之信用、发行机关之完备，凡诸商业上种种之原理，又莫不洞若观火，

而具有世界之眼光……”，故而他强调“盖商战也，而学战已寓于其中焉”。他指出，中国商业不发

达的原因在于“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32］有鉴于此，发行《南洋商报》的初衷之一是开启

商智。从版面内容看，《南洋商报》与其他商报类似，刊载大量商业广告和市场资讯，同时设有“商

业向导”专刊，转载一些市场调查报告和经济纪闻以及介绍商店中的经验语、各国商会制度比较等

商学知识的科普文章，或是转载《中国币制改革观》《非列滨之实业》等译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商

报内容渐趋丰富，除商业资讯外，还增设文学、时评等版面。

20世纪30年代初，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还曾出版特刊，以报道商业消息和国际要闻为主旨。此外，

《星洲日报》《民国日报》等相继创刊。但由于这一时期经济危机的冲击，加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

族危机日趋严重，海外华人普遍关注国事，商学教育色彩趋弱。

（二）国货展览会
对普通华人而言，不识字是他们接受商学教育影响的重要障碍，“若是仅用文字之鼓吹，则我国

目前教育尚未普及，全国国民居于八十巴仙以上未能识字之状态，决未能有效”。［33］不过，在倡导

国货的背景下，国货展览会能够以看、听等方式扩大商学教育在华人群体中的覆盖范围。长条、方

条、绘画、仿单和报纸是当时华商进行商业宣传的五种常见方式，［34］展览会则为华商提供了新思路。

早在 1910 年前后，南洋劝业公会开华商办国货展览会之先风，但海外华商主办的国货展览会须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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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才兴起。特别是随着大萧条蔓延，作为原料供应地的南洋遭受冲击，加之日本商业势力在南

洋地区咄咄逼人，当地华商亟需通过各种新的商业营销方式应对经济危机。国货展览会由此应运而

生，这也间接带动了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商学教育的新发展。

1. 马婆展览会

国货展览会的举办与当地华商宣传国货、扩大商贸交流合作的初衷不无关联。1922 年，为迎接

英国威尔士王子东游，马来半岛和婆罗洲两地决定联合举办展览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对此颇为看

重，“此次赛会，因欢迎英储而起，是不徒有关工商业前途，实于国民外交，有重大关系” ［35］，北洋

政府农商部也发函鼓励海外华商“趁此机会，筹备赴赛会，藉以发展海外贸易，推广国货销场”。［36］

很多华商纷纷响应，汇集商品参展。上海总商会甚至发动暨南学校商科学生“亲赴各店铺工厂等征

集”。［37］为更好地让新加坡华人了解马婆展览会，马婆展览会指南编译组编译出版了《马婆展览会

指南》，内容涉及展览会场布置、陈列规则、展览秩序、展品详情等。《叻报》等华文报刊也积极报

道马婆展览会，以求扩大其社会影响。

2. 大世界周年国货展览会

自马婆展览会后，新加坡华商意识到展览会的意义，并在熟悉流程的基础上逐渐付诸实践。由

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经济萧条，当地华商希望藉此重振市场需求。新加坡大世界游艺场于 1931 年 6

月开业，并在 1932 年 6 月初举行国货周年展览，参展者共计 80 余家。展览会发行一周年纪念特刊，

宣扬倡用国货思潮，并刊载了不少国货经营论说，声称倡用国货是“国民爱国精诚之表现”，“并非以

拒用某货为目的也”，［38］而华商应从商德、货价、心理等方面着手，积极为国货打开销路创造条件。［39］

1933 年 8 月，受英货展览会成功举办的影响，大世界举办第二届国货周年展览会，试图激发参观者

“爱用国货之心”。［40］办展之余，大世界继续发行了周年纪念特刊，载述了不少发展商贸的言论。例

如，潘醒侬为国货进入马来亚市场提出建议：一是发展实业，二是兴办各项工厂，三是政府与银行

制定补助计划，四是豁免出口税，五是厂家南来贩卖，六是招商局开辟南洋线，七是代理商勿求厚

利，八是努力宣传，九是结合市场需求改良产品；［41］卢亦侬认为，国货展览会便于制造家比较优劣，

也利于增进消费者对商品的了解。［42］

3. 国货展览推销会

面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南进政策”的冲击，1931 年 10 月，新加坡中华

总商会董事会决议向中国国内各商会征集样品，通过推销国货“以挽外溢之利权”。［43］1935 年 10 月

初，总商会在金昇律大世界举行国货展览推销大会，越南南圻中华商会、上海厂商代表团、香港中

华厂商联合会等参与本次展会。1936 年 9 月，总商会在大世界举办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并发

行特刊，宣扬倡用国货言论。洪锦棠建议，华商应使国货推销普遍化，“切勿以奇货可居，而提高售

价”，免得外货“乘此机大肆畅销”。［44］纪放眼提出挽救外贸之策：一是改良品质，二是办理合作贷

款，三是严格检验商品，四是统制运销。［45］整体而言，第二次国货展览推销会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

响。当地华人踊跃参与，“各界士女，纷往大世界参观，金升道上，摩肩接踵，途为之塞。展会场内，

人山人海”。［46］新加坡崇福、光华、培南等华校的教职员也带领学生前去参观。

国货展览会既为华商提供了宣介产品、扩大商誉的机会，也为华商搭建了沟通商情、交流经商

之道的新平台，更为华校学生与普通民众提供了生动的商业课堂，由此推动了社会商学教育的深化

发展。

四、商学教育的意义与影响

（一）新加坡华人经济视野下的商学教育
对当地华人而言，商学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提升职业技能，适应当地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20 世

纪 30 年代中叶，林谋盛曾强调，“亟应使后起青年，得受实际商业学识之教养，参与专门技术之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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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运用合时代潮流之学术，替代千百年来祖传之旧生意经”，［47］才能更好应对近代商业竞争。陈应

传在侨批中也提到，“就算是从商也是同样要有才学方能应付大事，若是以为做两占钱小生意便以为

是做生意，就不如教书更好”。［48］

对当地华商而言，商学教育对改变经营管理理念也有重要影响。如，1932 年，华商、和丰、华

侨三家华人银行因经营困难合并为新的华侨银行，并开始摆脱依靠乡里宗族关系发展业务的传统，

组建专业管理团队，开展员工培训，以《友声杂志》为平台，通过论著、各地情报、银行知识等栏

目传授业务技能。

商学教育还是华商鼓吹“商战”、宣扬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一方面，中外商战要求华商开启商

智，通过商情互动、业务合作等方式加强联系；另一方面，“商战”又需得到当地华人社会的支持，

而社会商学教育有助于让民众了解商品生产、消费与销售常识，动员他们支持国货。因此，商学教

育在开启民众经济利权意识的同时，推动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传播。

（二）华商网络视野下的商学教育
近代海外华人社会基本由“工”“商”阶层构成。［49］在商业发达的南洋，当地华校多由华商或

华人会馆资助兴办，商学教育的发展自然也由这些华商或华人会馆主导。［50］由于海外华校师资匮

乏，而不少海外华商在中国捐资办学，他们希望推动海外华校与中国学校的跨国联系，让中国学校

吸纳南洋华校毕业生就读，并为海外华校提供师资。如陈嘉庚创办集美师范学校，主张南洋华侨小

学毕业生“如有志回国升入中学者，则由新加坡本店予以介绍函，概行收纳”；［51］而集美师范学校培

养的学生亦有到新加坡华校任教者，比如，曾恬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任新加坡益励学社的校长，

兼带商业、簿记课。［52］

为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中国政府也积极通过培训师资、补助经费、吸引侨生回国等方式推动

海外华校发展，［53］海外各地华校联系由此日渐加强。1929 年 6 月，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在上海暨南大

学举行。不少海外华校校长参会，并就教材使用、华侨教育总会设立、教育师资等问题达成合作共

识。从这一角度看，新加坡商学教育作为华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亦可视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延伸。

在社会商学教育中，华商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南洋一带华人众多，近代中国工商界一向

关注南洋市场。当新加坡华人举办国货推销展览会时，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厂商积极参与。国

货展览会的举办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内企业家与南洋华商的对接与合作，［54］在提升海外华商经济竞争

意识的同时，织起了海外华商与中国国内商界的联系网络，由此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拓展了海

外市场。

五、结语

商学教育不仅是当地华校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地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部分。这

表明了海外华商经商知识形成与传授方式的转变，即由原来封闭式的经验与技能积累和代际传授转

变为开放式的、系统学习商业原理和技能的新式教育。其本质仍在于提升华商的适应和生存能力。

在与欧美商人的接触中，华商意识到自身被视为一个与母国相关联的经济群体，进而被当作“他者”

而不断遭受排挤。然而，以往华商群体对近代经济现象无甚了解。他们对近代经济现象的新认知带

来了商业知识与技能壁垒的初步破除、商业竞争主体由个体转向群体的改变，以及以民族与国家的

名义进行的新整合。因此，商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与近代商人、商业的角色转变密切相关。

新加坡华人社会商学教育的发展呈现近代中国国内教育移植、西方近代文化影响与在地化调整

并存的特征。商学教育的兴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导向，即当地华人面对西方商业的竞争，需对新的

经济事物有所认识，方能谋得生存；当地华商需清楚地认识商业新形势，才能谋求转型。在这一背

景下，当地华商侨领逐步产生了通过商学教育进行边际调整的感知，并逐步在初步的尝试性实践中

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影响。商学教育的发展有助于通过“商战”观念强化海外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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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从而唤起民族主义情绪，降低了华人群体内部的协调行动成本，让当地华人与近代中国国

内工商业充分联系与合作，进而使新加坡华人社会参与到近代中国工商业转型进程。

不过，殖民地社会属性意味着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必然受殖民政府制约，大规模、成体系的

商学教育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因此，商学教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近代商学教育完成了对传统学徒

教育的替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时间里，海外华商网络发展仍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但不

可否认的是，商学教育的确是推动近代新加坡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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